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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是一种重要的碳源，城市扩张过程中的用地面积增长和空间特征变化均会影响城市碳排放。 分析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

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重心转移，查明了碳排放和城市用地增长的脱钩状态时空变化，并通过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城市形态

对碳排放的影响，得出以下结论：（１）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重心经历了西南向⁃西北向⁃东南向⁃西北向的转移过

程，这种转移过程与其相应时期内部分城市的工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２）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与城市

用地增长的脱钩状态存在着显著的时空异质性。 研究区由以扩张负脱钩为主变化为以弱脱钩为主，２００５ 年以后，区域之间的

脱钩差异开始缩小，总体来看研究区脱钩状态趋向于同质。 至 ２０１５ 年，近 ７０％的城市已达到了脱钩，其中上海等城市实现了强

脱钩；（３）连续完整的地块在区域内的主导程度会对城市碳排放产生负向的影响，而城市用地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和聚集程度对

碳排放有着正向的影响，且相对而言，聚集程度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关键词：碳排放；城市用地增长；城市形态；面板数据模型；长三角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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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ａｉｚｈｏｕ ｗｅｒｅ ｓｔｒｏｎｇ． （３）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ｃａｎ ｂｅ ｍｏｒｅ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ｏｒｅ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ｓｅｄ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ｈｏｗ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ｍ ｃａ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 ｃｏｕｌｄ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ｕｒｂａｎ ｆｏｒｍ；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ｕｒｂａｎ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Ｄｅｌｔａ

２０１４ 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ＩＰＣＣ）第 ５ 次评估报告（ＡＲ５）指出，１９７０—２０１０ 年化石燃料燃烧

和工业过程的 ＣＯ２排放量占温室气体总排放增量的 ７８％，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年度人为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

了约 １０ＧｔＣＯ２⁃ｅｑ，该增量直接源于能源（４７％）、工业（３０％）等行业。 城市扩张和城市化的过程会对城市碳排

放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表明城市化与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１］。 因此，城市作为

人口和经济活动最为密集的区域，是碳排放的重要来源。
针对城市碳排放问题，有学者从城市的发展［２］、城市的土地利用［３］、城市的某一行业（如工业） ［４］ 等不同

角度研究了城市碳排放的特征与效应。 在研究城市扩张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时，较多研究分析了城市用地的

面积增长对碳排放总量、强度等的影响［５⁃６］，而对城市某一空间特征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关注较少，相关研究

的研究对象多为居民或家庭等微观个体，针对的行业也为交通、建筑等城市中的某一部门［７⁃９］，在宏观尺度上

的研究较少，且多是从城市土地利用模式、交通系统结构等方面来定性证明城市空间形态会对城市碳排放产

生影响［１０］，缺乏某种定量指标直接表征城市用地的空间特征及其与城市碳排放的关系。
本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区，在分析城市用地面积与碳排放脱钩关系时空变化的基础上，通过构建

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城市形态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程度。 为了实现城市形态的定量化，且使这种定量表征更

为直观、统一，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中的城市形态指的是城市用地的景观格局特征，用景观生

态学中的景观格局指数表示。 研究结果可为长三角城市群制定低碳城市发展战略、完善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

规划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１　 研究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１．１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国家发改委于 ２０１６ 年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三角城市群描述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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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区域之一。 根据 ２０１４ 年的统计数据，长三角城市群的面

积为 ２１．２ 万 ｋｍ２，坐拥 １５０３３ 万人口，人均 ＧＤＰ 高达 １３７３７ 美元 ／人，位居全国前列。 一般意义上的长三角城

市群包括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四省共 ２６ 市，本研究区选定了其中数据完备性较好的 １３ 个核心城市：常州、
杭州、嘉兴、金华、南京、宁波、上海、绍兴、苏州、台州、温州、无锡和舟山，下文中的“长三角城市群”均指这 １３
个城市。

本研究中的城市用地面积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ｅｓｄｃ．ｃｎ）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共 ５ 期 Ｌａｎｓａｔ ＴＭ ／ ＥＴＭ 遥感影像解译数据。 各景观格局指数是基于以上

５ 期影像数据，经过一定的预处理后在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中求得。 其他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各省市历年统计

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等。
本研究所定义的城市碳排放总量是基于张妍等［１１］提出的城市碳代谢模型中的城市用地（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工

业和交通用地（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的碳排放总量计算的，如表 １，城市用地上产生的碳排放来源

于城市人类呼吸、城市生活消费、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建筑业。 城市生活消费的碳排放以城市常住人口

比例由各省分配到各市，批发零售业和住宿餐饮业、建筑业的碳排放以该行业 ＧＤＰ 比例由各省分配到各市。
由于统计数据难以精确到各地市，本研究中工业用地上产生的碳排放仅考虑工业部门能源消耗的直接碳排

放，不考虑工业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化学反应过程等所产生的碳排放，如水泥、石灰等原料的生产。 以上相关数

据从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中国交通运输统计年鉴中获得。

表 １　 碳排放核算目录表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项目 Ｉｔｅｍ 碳排放核算目录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ｃａｔａｌｏｇ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城市用地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建筑业、城市生活消费、人类呼吸

交通用地 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公路、铁路、水运

工业用地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 采矿和制造业、邮政和电信服务业

城市生活消费和人类呼吸碳排放的计算公式为：

Ｖｕ ＝ ∑Ｅ ｌ ｆｉ ＋ ｋ１Ｐ （１）

式中，Ｖｕ为城市生活消费和人类呼吸的碳排放总量，Ｅ ｌ为居民生活能耗（标准煤），ｆｉ为能源的碳排放系数，ｋ１为

人类呼吸的碳排放系数，Ｐ 为非农业人口。
工业生产的直接碳排放是根据 ＩＰＣＣ 推荐的能源碳排放系数估算法，将每种能源的消费量换算为标准煤

量后乘以其对应的能源碳排放系数再加总而得，计算公式如下：

Ｃ ＝ ∑Ｅ ｉ × Ｋ ｉ （２）

式中，Ｃ 为工业生产的碳排放总量，Ｅ ｉ为第 ｉ 种能源的消费量，Ｋ ｉ为第 ｉ 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表 ２）。

表 ２　 能源碳排放系数表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ｅｎｅｒｇｙ

能源
Ｅｎｅｒｇｙ

标准煤换算系数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碳排放系数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能源
Ｅｎｅｒｇｙ

标准煤换算系数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ｃｏａｌ

碳排放系数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煤炭 Ｒａｗ ｃｏａｌ ０．７１４３ ０．７５５９ 焦炭 Ｃｏｋｅ ０．９７１４ ０．８５５０

原油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１．４２８６ ０．５８５７ 汽油 Ｇａｓｏｌｉｎｅ １．４７１４ ０．５５３８

煤油 Ｋｅｒｏｓｅｎｅ １．４７１４ ０．５７１４ 柴油 Ｄｉｅｓｅｌ ｏｉｌ １．４５７１ ０．５９２１

燃料油 Ｆｕｅｌ ｏｉｌ １．４２８６ ０．６１８５ 天然气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１．２１４３ ０．４４８３

电力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ｉｔｙ ０．４０４０ ０．７９３５

　 　 表中系数来源于文献［１２］

３　 １７ 期 　 　 　 舒心　 等：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与城市用地增长及形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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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活动碳排放的计算参考了林剑艺等［１３］在计算厦门市能源利用碳足迹时的处理，包括境内碳排放和

跨界运输碳排放两个部分，计算公式为：
Ｖｒｏａｄ ＝ Ｖｉｎ ＋ Ｖｏｕｔ ＝ ｋ２ＭＰ ＋ ｋ３ＭＢ ＋ ｋ４ＭＴ ＋ ｋ５Ｍｍ ＋ ＴｉＦ ｉ （３）

Ｖｗ ＝ ＴｗＦｗ （４）
式中，Ｖｒｏａｄ为公路和铁路的交通碳排放总量，Ｖｉｎ是境内交通碳排放，Ｖｏｕｔ是跨界运输碳排放，ＭＰ、ＭＢ、ＭＴ和 Ｍｍ分

别是私人汽车、公共汽车、出租车和摩托车的总运行里程，其中部分数据来源于相关文献［１４］，ｋ２、ｋ３、ｋ４和 ｋ５为

对应的碳排放系数。 Ｔｉ表示第 ｉ 种跨界运输（水运单独计算）的交通量，Ｆ ｉ为该种运输的碳排放系数（ ｉ ＝ １，
２）。 Ｖｗ是内河运输交通碳排放，Ｔｗ是港口始发吞吐量，Ｆｗ是单位货物量的碳排放系数。

以上涉及的所有碳排放系数的值见表 ３。

表 ３　 碳排放系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

项目
Ｉｔｅｍ

名称
Ｎａｍｅ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项目
Ｉｔｅｍ

名称
Ｎａｍｅ

系数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ｋ１ 人类呼吸 ／ （ｋｇ ａ－１人－１） ７９ ｋ５ 摩托车 ／ （ｋｇ ／ １００ｋｍ） ６．７
ｋ２ 私人汽车 ／ （ｋｇ ／ １００ｋｍ） ２２．３ Ｆ１ 公路客货运 ／ （ｋｇ ｔ－１ ｋｍ－１） ０．０５５６
ｋ３ 公共汽车 ／ （ｋｇ ／ １００ｋｍ） ８８．１ Ｆ２ 铁路客货运 ／ （ｋｇ ｔ－１ ｋｍ－１） ０．０２１７
ｋ４ 出租车 ／ （ｋｇ ／ １００ｋｍ） ２８．３ Ｆｗ 内河客货运 ／ （ ｔ ／ １０ 万 ｔ） ５．６

　 　 人类呼吸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文献［１５］ ，各种车辆运输和公路、铁路运输的碳排放系数来源于文献［１６⁃１７］ ，水路运输碳排放系数来源于

文献［１８⁃１９］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碳排放重心的计算

碳排放重心的定义参考了人口重心的概念［２０］，类似地，设某个单元的中心坐标为（Ｘ ｉ，Ｙｉ），Ｍｉ为该单元在

某个属性意义下的“重量”，则碳排放的重心坐标可以计算为：

􀭰ｘ ＝
∑

ｎ

ｉ ＝ １
ＭｉＸ ｉ

∑
ｎ

ｉ ＝ １
Ｍｉ

，􀭰ｙ ＝
∑

ｎ

ｉ ＝ １
ＭｉＹｉ

∑
ｎ

ｉ ＝ １
Ｍｉ

（５）

式中，ｎ 为城市总数，Ｍｉ为第 ｉ 个城市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的碳排放总量。
１．２．２　 脱钩分析

脱钩指的是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之间的联系的一种阻断［２１］。 如果两者均处于增长状态，但
经济增长的速度大于环境污染的速度或者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污染减少，都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脱钩状态

（分别为相对脱钩和绝对脱钩）。 ＯＥＣ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Ｔａｐｉｏ 等均提出了不同的脱钩指标构建方式，
Ｔａｐｉｏ 脱钩指标是一种环境压力相对于经济驱动的弹性，不受数据绝对值大小的影响，能与我国提出的单位

ＧＤＰ 减排目标对应，因此适用于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历史推演与碳减排的未来情景预测。 根据脱钩指

数（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所反映的关系，可以将脱钩状态划分为以下 ８ 种类型［２２］，见表 ４。
其中强脱钩为最佳脱钩状态，即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资源的消耗或对环境的污染随之减少，而强负脱钩为

最差脱钩状态，此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呈负相关，经济衰退而环境进一步恶化，其余状态介于二者之间。
本研究选取了 Ｔａｐｉｏ［２２］提出的基于增长弹性变化的脱钩状态分析模型来计算各城市碳排放与城市用地

增长之间的脱钩指数，并将其定义为某一时期内（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５ 年）碳排放总量和城市用地面积变化量百分比的比值，计算公式为：

Ｄ ＝ ΔＣ ／ Ｃ
ΔＳ ／ Ｓ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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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脱钩状态划分［２２］

Ｔａｂｌｅ ４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ｂｙ Ｔａｐｉｏ

状态 程度 环境压力 经济驱动 指数（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负脱钩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强负脱钩 ＞０ ＜０ ＜０

扩张负脱钩 ＞０ ＞０ ＞１．２

弱负脱钩 ＜０ ＜０ ０＜Ｄ＜０．８

脱钩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强脱钩 ＜０ ＞０ ＜０

弱脱钩 ＞０ ＞０ ０＜Ｄ＜０．８

衰退脱钩 ＜０ ＜０ ＞１．２

连结 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增长连结 ＞０ ＞０ ０．８＜Ｄ＜１．２

衰退连结 ＜０ ＜０ ０．８＜Ｄ＜１．２

式中，Ｄ 为脱钩指数，ΔＣ 为某一时期（如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内的碳排放变化量，Ｃ 为初期（如 １９９５ 年）碳排放总

量，ΔＳ 为某一时期（如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内的城市用地面积变化量，Ｓ 为初期（如 １９９５ 年）城市用地面积。
１．２．３　 城市形态的表征

景观格局指数是高度浓缩的景观格局信息，是反映景观结构组成、空间配置特征的简单量化指标［２３］。 城

市扩张过程中出现的如斑块数量增加、斑块之间的连结度提高等城市形态变化可以用一定的景观格局指数来

表征。 从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和结构出发，可以把景观格局指数分为描述景观要素的指数（如斑块的数

目、面积等）和描述景观总体特征的指数（如优势度、蔓延度等） ［２４］。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软件可以从斑块水平指数、
斑块类型水平指数和景观水平指数三个层次计算出数十种不同的景观格局指数。 由于斑块水平上的景观格

局指数能够反映的景观格局特征相对有限，且需兼顾描述景观要素和景观的总体特征，故本研究选取了最大

斑块指数 （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斑块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斑块类型面积 （ Ｔｏ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ａ）、丛生度

（Ｃｌｕｍ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和斑块结合度（Ｐａｔｃｈ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５ 种景观格局指数作为城市形态的表征，它们的相关

描述如表 ５ 所示。 以上景观格局指数可以从优势景观类型及其主导程度、破碎化程度和聚集程度等不同角度

综合反映城市扩张的景观格局特征。

表 ５　 景观格局指数相关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５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景观格局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ｍｅｔｒｉｃｓ

缩写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描述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最大斑块指数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Ｐａｔｃｈ Ｉｎｄｅｘ ＬＰＩ 景观中最大斑块的面积（ｍ２）除以景观总面积（ｍ２），再乘以 １００（转换成百分比）
单位：％，取值范围：０＜ＬＰＩ≤１００［２３］

斑块数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 ＮＰ 景观中斑块的总数，取值范围：ＮＰ≥１，无上限［２３］

斑块类型面积 Ｔｏｔａｌ Ｃｌａｓｓ Ａｒｅａ ＣＡ 同种类型斑块的面积。 单位：ｈｍ２，取值范围：ＣＡ＞０，无上限

丛生度 Ｃｌｕｍｐｉ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ＣＬＵＭＰＹ 能够反映斑块之间的聚集程度。 单位：％，取值范围：０＜ＣＬＵＭＰＹ≤１００

斑块结合度 Ｐａｔｃｈ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可以衡量相应景观类型的自然连接性程度［２５］

单位：％，取值范围：０＜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１００

１．２．４　 面板数据模型

面板数据是 Ｎ 个不同个体在 Ｔ 个时点关于变量 ｙ 的值的二维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可以得到解释变

量 ｘ 对被解释变量 ｙ 的影响回归估计，其一般形式为［２６］：

ｙｉｔ ＝ ∑
Ｋ

ｋ ＝ １
βｋｉｘｋｉｔ ＋ ｕｉｔ （７）

式中，ｉ ＝ １， ２，…，Ｎ，表示 Ｎ 个个体；ｔ＝ １，２，…，Ｔ，表示 Ｔ 个时点。 ｙｉｔ是个体 ｉ 在 ｔ 时的被解释变量的观测值；
ｘｋｉｔ是个体 ｉ 在 ｔ 时的第 ｋ 个非随机解释变量的观测值；βｋｉ为待估参数；ｕｉｔ为随机误差项。 在实际研究中，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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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体现地更为直观，一般对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
在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之前，首先需要检验数据的平稳性和协整性，这是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的前提。 平

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通过之后，需要对数据进行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和 Ｆ 检验以确定模型的具体形式。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用于确定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方式，分为随机影响和固定影响。 Ｆ 检验用来确定模型属于变系

数、变截距或系数不变模型中的一种。 Ｆ 检验的 Ｈ１和 Ｈ２假设分别为：
Ｈ１：β１ ＝ β２ ＝ … ＝ βＮ

Ｈ２：α１ ＝ α２ ＝ … ＝ αＮ β１ ＝ β２ ＝ … ＝ βＮ

（８）

Ｆ 统计量的计算公式为：

Ｆ１ ＝
Ｓ２ － Ｓ１( ) ／ Ｎ － １( ) ｋ[ ]

Ｓ１ ／ ＮＴ － Ｎ ｋ ＋ １( )[ ]
～ Ｆ Ｎ － １( ) ｋ，Ｎ Ｔ － ｋ － １( )[ ] （９）

Ｆ２ ＝
Ｓ３ － Ｓ１( ) ／ Ｎ － １( ) ｋ ＋ １( )[ ]

Ｓ１ ／ ＮＴ － Ｎ ｋ ＋ １( )[ ]
～ Ｆ Ｎ － １( ) ｋ ＋ １( ) ，Ｎ Ｔ － ｋ － １( )[ ] （１０）

式中，Ｓ１、Ｓ２、Ｓ３分别为当模型为变系数、变截距和不变系数模型时对应的残差平方和，Ｆ 检验的判定规则为：
若接受假设 Ｈ２则为不变系数模型；若拒绝假设 Ｈ２，则检验假设 Ｈ１，若接受假设 Ｈ１，为变截距模型，若拒绝假设

Ｈ１，则为变系数模型。 比较 Ｆ 统计量的值与所服从的 Ｆ 分布的临界值，判定模型的具体形式。

２　 结果与讨论

图 １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碳排放重心转移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ｆｏ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２．１　 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重心转移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碳排放重心转移情况如图 １
所示。 总体而言，碳排放重心向西南方向移动了 ２２．５
ｋｍ，其中向西移动了 １６．７９ ｋｍ，向南移动了 １４．９８ ｋｍ。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碳排放重心经历了西南向⁃西北向⁃东南

向⁃西北向的转移过程，这种转移过程可能与相应时期

内该转移方向上部分城市的工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

有关。 分阶段来看，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碳排放重心向西移

动了 １４．１６ ｋｍ，向南移动了 ７．１２ ｋｍ，碳排放重心向西南

方向转移。 该时期内杭州工业发展迅速，机械、电子、食
品、纺织、化工、医药为工业增长的主要产业。 ２０００ 年，
杭州全市能源消费总量 １２１０．９４ 万 ｔ 标准煤，扣除生产

二次能源投入量后，综合能源消费量 （净能耗） 为

７４６．８１ 万 ｔ标准煤，增长 ７．３％，万元产值综合能耗 ０．４５６
ｔ 标准煤，节能率仅有 １５．６６％；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碳排放

重心向西移动了 １５．７８ ｋｍ，向北移动了 １３．９４ ｋｍ，碳排

放重心向西北方向转移。 这可能与该时期内无锡工业

的快速增长有关，２００１—２００４ 年，无锡重工业的增长率

分别达到了 １４．０％、１９．４％、２９．３％、３６．２％；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碳排放重心向东移动了 １８．３ ｋｍ，向南移动了 ３２．７４
ｋｍ，碳排放重心向东南方向转移，且移动距离最大，为
３７．５ ｋｍ。 根据《２０１０ 宁波能源利用报告》，２０１０ 年宁波

市全社会综合能耗约 ３５３６ 万 ｔ 标准煤，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２．６％；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碳排放重心向西移动了 ５．１５
ｋｍ，向北移动了 １０．９４ ｋｍ，碳排放重心向西北方向转移。 这或许可以用浙江和江苏两省的产业结构调整来解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释，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浙江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５．０：５１．９：４３．１ 调整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３：４５．９：４９．８，
而江苏省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 ２０１０ 年的 ６．２：５３．２：４０．６ 调整为 ２０１５ 年的 ５．７：４５．７：４８．６，可以看出，第三产

业比重增加与第二产业比重减少的比值，浙江省略高于江苏省，说明浙江省将高耗能产业转移到相对低耗能

产业的部分较多。 此外也有研究表明，２０１１—２０１４ 年浙江省碳排放总量呈现出减少的趋势，且年均减少

１．２４％［２７］。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浙江省的生态综合价值稳步上升，碳排放强度作为评价生态综合价值的其中一项

指标，对其影响较大［２８］，故碳排放重心往江苏方向稍有转移。
总体而言，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城市群的碳排放重心处于研究区北部，大致位于嘉兴市西部。 除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碳排放重心在东西和南北方向上的移动距离相当外，其余 ３ 个时期重心在东西或南北某一方

向上移动的距离均为另一方向上的两倍左右，如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碳排放重心向南移动的距离约为向东移动的

１．８ 倍。 以上说明城市群内部各市之间的碳排放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不同时期的碳排放贡献结构是不同

的，且各阶段的结构变化较大。
２．２　 碳排放与城市用地增长的脱钩状态变化

２．２．１　 脱钩状态时间变化

表 ６ 给出了各时期城市用地面积和碳排放总量的变化量及对应的脱钩指数和脱钩状态。 如表 ６ 所示，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研究区整体的脱钩结构由以扩张负脱钩为主变化为以弱脱钩为主，总体而言脱钩状态有所好

转，即随着城市用地增长，碳排放总量虽然仍在上升，但上升的幅度有所减小。 其中常州、上海、苏州、无锡 ４
个城市脱钩状态的转变过程较为平稳，而较多城市出现了在扩张负脱钩、增长连结和弱脱钩等状态之间摇摆

的现象，如杭州、金华、南京、绍兴、台州和温州，个别城市在某一时期内发生了脱钩状态的强烈“倒退”，如嘉

兴在前两个阶段由强脱钩突变为扩张负脱钩，宁波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原为扩张负脱钩，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突变为强

负脱钩，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仅有舟山一直处于扩张负脱钩的状态。 至 ２０１５ 年，已有 ９ 个城市的碳排放和城市用地

增长之间达到了脱钩状态，占研究区全部城市的近 ７０％，其中上海、绍兴和台州率先实现了强脱钩，即城市用

地增加而碳排放总量减少，这意味着在环境改善的同时也实现了经济发展，是碳排放和城市用地增长之间关

系最理想的状态。

表 ６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与城市用地增长脱钩指标值

Ｔａｂｌｅ ６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城市
Ｃｉｔｉｅｓ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ΔＣ ％ΔＳ Ｄ 状态
Ｓｔａｔｅ ％ΔＣ ％ΔＳ Ｄ 状态

Ｓｔａｔｅ ％ΔＣ ％ΔＳ Ｄ 状态
Ｓｔａｔｅ ％ΔＣ ％ΔＳ Ｄ 状态

Ｓｔａｔｅ

常州 ０．３８ －０．０１ －３７．１１ 强负脱钩 １．１６ ０．１８ ６．４８ 扩张负脱钩 ０．５１ ０．２４ ２．１５ 扩张负脱钩 ０．２０ ０．１５ １．３５ 扩张负脱钩

杭州 １．４５ ０．１０ １５．１２ 扩张负脱钩 ０．８９ ０．９２ ０．９７ 增长连结 ０．１９ ０．１２ １．６５ 扩张负脱钩 ０．０５ ０．２８ ０．１６ 弱脱钩

嘉兴 －０．５８ ０．３７ －１．５９ 强脱钩 ９．８０ １．８２ ５．３９ 扩张负脱钩 ０．２５ ０．１４ １．８０ 扩张负脱钩 ０．１９ ０．２２ ０．８９ 增长连结

金华 ０．８７ ０．９１ ０．９６ 增长连结 ０．６０ ２．６０ ０．２３ 弱脱钩 １．２３ ０．１４ ８．７８ 扩张负脱钩 ０．０４ ０．３１ ０．１２ 弱脱钩

南京 ０．１４ ０．１６ ０．８９ 增长连结 ０．６２ ０．２４ ２．５９ 扩张负脱钩 ０．２８ ０．２９ ０．９５ 增长连结 ０．２１ ０．１３ １．７０ 扩张负脱钩

宁波 ０．６２ ０．１５ ４．０２ 扩张负脱钩 －０．２９ ０．９６ －０．３０ 强负脱钩 ３．１６ ０．０５ ５７．８８ 扩张负脱钩 ０．００ ０．１４ ０．０２ 弱脱钩

上海 ０．１５ ０．０６ ２．６２ 扩张负脱钩 ０．３７ ０．２６ １．３９ 扩张负脱钩 ０．２４ ０．１６ １．５８ 扩张负脱钩 －０．２０ ０．０５ －４．０９ 强脱钩

绍兴 ２．６３ ０．１０ ２６．６３ 扩张负脱钩 １．１５ ０．９９ １．１７ 增长连结 ９．００ ０．２０ ４４．７５ 扩张负脱钩 －０．８９ ０．２０ －４．４１ 强脱钩

苏州 １．２９ ０．３３ ３．９１ 扩张负脱钩 １．０８ ０．４８ ２．２６ 扩张负脱钩 ０．６５ ０．２０ ３．２０ 扩张负脱钩 ０．０８ ０．１３ ０．５８ 弱脱钩

台州 ０．３９ ０．０７ ５．８３ 扩张负脱钩 ０．２９ １．４０ ０．２１ 弱脱钩 ２．０７ ０．１３ １６．４２ 扩张负脱钩 ０．００ ０．５９ ０．００ 强脱钩

温州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９７ 增长连结 １．８４ １．１２ １．６５ 扩张负脱钩 ０．６３ ０．０８ ８．２０ 扩张负脱钩 ０．１５ ０．２５ ０．６１ 弱脱钩

无锡 ０．９４ ０．０４ ２１．４２ 扩张负脱钩 １．１１ ０．４０ ２．７６ 扩张负脱钩 ０．３８ ０．２０ １．８７ 扩张负脱钩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５０ 弱脱钩

舟山 ２．０１ ０．１３ １５．４８ 扩张负脱钩 ０．５７ ０．２４ ２．３５ 扩张负脱钩 ０．３４ ０．０６ ５．５１ 扩张负脱钩 ４．７２ ０．２９ １６．４１ 扩张负脱钩

　 　 表中％ΔＣ 为碳排放变化率 ΔＣ ／ Ｃ，％ΔＳ 为城市用地面积变化率 ΔＳ ／ Ｓ，Ｄ 为脱钩指数（详见式 ６）

２．２．２　 脱钩状态空间格局演变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碳排放与城市用地增长的脱钩状态空间分布如图 ２ 所示。 总体而言，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碳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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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与城市用地增长的脱钩状态以扩张负脱钩和增长连结为主，而 ２０１０ 年以后，强、弱脱钩占主导地位，２００５
年以前，长三角城市群内部脱钩状态的区域差异较大，零星出现了强脱钩和强负脱钩等极端状态，２００５ 年以

后，区域之间的脱钩状态差异开始缩小，研究区整体的脱钩状态趋向于同质。
１９９５—２０００ 年研究区有 ８ 个城市（杭州、宁波、上海、绍兴、苏州、台州、无锡和舟山）碳排放和城市用地增

长之间为扩张负脱钩状态，占总数的 ６２％，有 ３ 个城市（金华、南京和温州）为增长连结状态，占总数的 ２３％，
其余嘉兴和常州分别为脱钩状态的正负两极（强脱钩和强负脱钩），即这一时期内绝大多数（９２％）的城市尚

未实现脱钩，经济发展急需大量城市用地支撑，碳排放增加的速度超过了城市用地增长的速度。 ２０００—２００５
年，除上海、苏州、无锡和舟山等长三角北部城市外，其他城市的脱钩弹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扩张负脱钩的

主体由中部地区转变为了南北地区，并出现了弱脱钩。 相反，增长连结的脱钩状态由南北向中部聚集，这说明

中部地区城市用地增长所导致的碳排放增加量有所减少。 ２００５—２０１０ 年，除南京外，其余城市均为扩张负脱

钩状态，说明长三角城市群的碳排放与城市用地增长之间的关系开始走向趋同。 而 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仅有 ４ 个

城市（常州、嘉兴、南京和舟山）为增长连结或扩张负脱钩，其余均已达到了或强或弱的脱钩状态，占研究区全

部城市的近 ７０％，其中上海、绍兴和台州为强脱钩状态，尤以绍兴的脱钩程度最高，其碳排放的城市用地增长

弹性达到了－４．４１，这说明碳排放在城市用地增长的同时不仅实现了总量的减少，且减少率约为城市用地增长

率的 ４．４１ 倍。

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与城市用地增长脱钩状态空间分布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ｏｕｐｌ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ｒｂａｎ ｇｒｏｗｔｈ ｏｆ １３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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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碳排放与城市形态的关系

２．３．１　 面板数据检验

　 　 在所构建的面板数据模型中，将表 ５ 中的 ５ 个景观格局指数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碳排放总量作为被解

释变量。 ５ 个解释变量在 Ｅｖｉｅｗｓ 软件中的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结果如表 ７ 和表 ８ 所示。 由表 ７ 可知，单
位根检验表明，水平变量是平稳的。 根据本研究中的样本数［２９］，由表 ８ 的结果可知，所有变量的组间 ＰＰ 统计

量和组间 ＡＤＦ 统计量均通过了 １％显著性水平检验，且组内 ＰＰ 统计量和组内 ＡＤＦ 统计量也通过了 １％或 ５％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协整检验表明，变量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

表 ７　 平稳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Ｕｎｉｔ Ｒｏｏｔ Ｔｅｓｔ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ｅｖｉｎ， Ｌｉｎ ＆ Ｃｈｕ ｔ∗统计量
Ｌｅｖｉｎ， Ｌｉｎ ＆ Ｃｈｕ 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Ｌｅｖｉｎ， Ｌｉｎ ＆ Ｃｈｕ ｔ∗统计量
Ｌｅｖｉｎ， Ｌｉｎ ＆ Ｃｈｕ 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碳排放总量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９．２０８４２∗∗∗ ＣＡ －２．４３３１７∗∗∗

ＬＰＩ －３．７８３１５∗∗∗ ＣＬＵＭＰＹ －５．０３４５９∗∗∗

ＮＰ －３．３７１２５∗∗∗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５．２１８０９∗∗∗

　 　 ∗∗∗表示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８　 协整检验各统计量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８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检验统计
Ｔｅｓｔ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组内 ｖ 统计量
Ｐａｎｅｌ

ｖ⁃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组内 ｒｈｏ 统计量
Ｐａｎｅｌ

ｒｈ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组内 ＰＰ 统计量
Ｐａｎｅｌ

Ｐ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组内 ＡＤＦ 统计量
Ｐａｎｅｌ

Ａ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组间 ｒｈｏ 统计量
Ｇｒｏｕｐ

ｒｈｏ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组间 ＰＰ 统计量
Ｇｒｏｕｐ

ＰＰ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组间 ＡＤＦ 统计量
Ｇｒｏｕｐ

ＡＤ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ＬＰＩ －０．７６ ０．７４ －２．６４ ∗∗ －２．６１ ∗∗ １．７４ ∗ －４．７９ ∗∗∗ －５．３２ ∗∗∗

ＮＰ ０．２３ －０．１３ －６．０９ ∗∗∗ －５．８２ ∗∗∗ １．６４ ∗ －６．０２ ∗∗∗ －５．４７ ∗∗∗

ＣＡ １．２５ －０．４８ －３．７９ ∗∗∗ －３．８１ ∗∗∗ １．３４ －６．５２ ∗∗∗ －５．８３ ∗∗∗

ＣＬＵＰＭＹ １．０５ －０．２１ －３．４１ ∗∗ －３．４１ ∗∗ １．７０ ∗ －５．５５ ∗∗∗ －６．６１ ∗∗∗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２．２７ ∗∗ －１．１６ －７．５２ ∗∗∗ －７．３０ ∗∗∗ １．２２ －９．３０ ∗∗∗ －８．２０ ∗∗∗

　 　 ∗、∗∗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２．３．２　 构建面板数据模型

表 ９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９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Ｈａｕｓｍａｎ Ｔｅｓｔ

模型
Ｍｏｄｅｌ

Ｃｈｉ⁃Ｓｑ． 统计量
Ｃｈｉ⁃Ｓ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２０．３０∗∗∗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１１．５５∗∗∗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９．０６∗∗

　 　 ∗、∗∗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通过面板数据检验之后，可以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来估计

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弹性。 由于 Ｔ＞ｋ＋１，
Ｔ＝ ５，此时 ｋ 最大为 ３，即每个模型最多可含 ３ 个解释变

量。 考虑到景观格局指数的类型和相关性［３０］，将这

５ 个变量预设为以下 ３ 种组合：（１）碳排放总量与斑块

数（ＮＰ）、最大斑块指数（ＬＰＩ）和斑块类型面积（ＣＡ）；
（２）碳排放总量与斑块数（ＮＰ）、斑块类型面积（ＣＡ）和
丛生度 （ ＣＬＵＭＰＹ）； （ ３） 碳排放总量与斑块结合度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斑块数（ＮＰ）和最大斑块指数（ＬＰＩ）。 相应地，这 ３ 种变量组合可以构建为 ３ 种面板数据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结果如表 ９ 所示，３ 种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的统计量均通过了 ５％显著性水平检验，即拒绝了

该模型为随机效应模型的原假设，故这 ３ 种模型均为固定效应模型。
Ｆ 检验的结果见表 １０。 以模型 １ 为例，在 ５％显著性水平下，Ｆ２＞Ｆ（４８，１３），表明拒绝了假设 Ｈ２，且 Ｆ１＜Ｆ

（３６，１３），即接受了假设 Ｈ１，故模型 １ 应为变截距模型，同理可得其余两种模型也为变截距模型。
综合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和 Ｆ 检验的结果，可以将它们确定为以下 ３ 种模型：

ＬｎＣ ｉｔ ＝ ｃｉ ＋ β１ＬｎＮＰ ｉｔ ＋ β２ＬｎＬＰＩｉｔ ＋ β３ＬｎＣＡｉｔ ＋ μｉ （模型 １）
ＬｎＣ ｉｔ ＝ ｃｉ ＋ β１ＬｎＮＰ ｉｔ ＋ β２ＬｎＣＡｉｔ ＋ β３ＬｎＣＬＵＭＰＹｉｔ ＋ μｉ （模型 ２）

９　 １７ 期 　 　 　 舒心　 等：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与城市用地增长及形态的关系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ＬｎＣ ｉｔ ＝ ｃｉ ＋ β１Ｌｎ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ｉｔ ＋ β２ＬｎＮＰ ｉｔ ＋ β３ＬｎＬＰＩｉｔ ＋ μｉ （模型 ３）
其中，Ｃ ｉｔ为碳排放总量，ｉ 为截面，ｔ 为时点，β 为各变量的系数，ｃ 为常数，μ 为个体效应。

表 １０　 Ｆ 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Ｆ Ｔｅｓｔ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假设 Ｈ２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Ｈ２ Ｆ（４８，１３）＜ ４．０４ Ｆ（４８，１３）＜ ３．７５ Ｆ（４８，１３）＜ ２．４１
假设 Ｈ１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Ｈ１ Ｆ（３６，１３）＞ ２．０６ Ｆ（３６，１３）＞ ２．０７ Ｆ（３６，１３）＞ ０．５４

　 　 ∗、∗∗和∗∗∗分别表示通过了 １０％、５％和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验

表 １１ 给出了以上 ３ 种模型的估计结果，其中模型 ３ 的 ３ 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通过了 １％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且 Ｆ 统计量最大，Ｒ２最接近于 １，即该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 模型 ３ 的结果表明，当把最大斑块指数、斑块

数和斑块结合度作为碳排放总量的解释变量时，最大斑块指数与碳排放总量呈负相关，斑块数和斑块结合度

与碳排放总量呈正相关，且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弹性不同，尤为显著的是斑块结合度对碳排放的

正向影响弹性高达 ２５０．１％，远超其他解释变量。

表 １１　 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１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ｍｏｄｅｌ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变量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模型 １
Ｍｏｄｅｌ １

模型 ２
Ｍｏｄｅｌ ２

模型 ３
Ｍｏｄｅｌ ３

ＬＰＩ －０．８３∗∗∗ — －１．２４∗∗∗ 常数项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 ５．５８∗∗ １５．２５∗∗∗ －１１３７．３３３

ＮＰ １．６３∗∗∗ ０．６４∗ ０．９７∗∗∗ Ｒ２ Ｒ⁃ｓｑｕａｒｅｄ ０．８０ ０．７８ ０．８８

ＣＡ ０．３４ ０．１１ — Ｆ 统计量 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１２．７１ １１．４８ ２４．２１

ＣＬＵＰＭＹ — １８５．９７∗∗∗ — Ｐ 值 Ｐｒｏｂ（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 — — ２５０．１０∗∗∗

在模型 ３ 中，最大斑块指数能够反映连续完整的地块在区域中的主导程度，同时最大斑块指数和斑块数

也能反映斑块的破碎化程度，而斑块结合度则反映了斑块之间的连结度和聚集程度。 以上结果表明，连续完

整的地块在区域中的主导程度、地块的破碎化程度和聚集程度会对城市碳排放造成影响。 最大斑块指数是以

面积来衡量某一斑块对景观整体的主导程度的，若其值较大则表明该地区存在着集中连片的斑块类型，对于

单中心主导的紧凑型城市形态来说，不同地区之间的互动性较低，由此带来的基础设施成本也较低，不会产生

较多的碳排放。 斑块数能够体现城市用地的破碎化程度，斑块数越多，则城市用地被分割得越破碎，意味着经

济活动被分散到了不同的斑块，此时起到连接作用的基础设施的成本会随着破碎化程度的提高而增加［３１］，从
而带来更多的交通活动及其能源消费的碳排放。

斑块之间的聚集程度对碳排放的正向影响程度较大的可能原因是：第一，聚集程度较高的斑块大多为碳

源，碳排放总量随着碳源斑块的聚集而增加。 城市扩张过程中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向建设用地的转变会表现出

明显的碳排放作用［３２］。 建设用地作为城市中的一大主要碳源，其产生的碳排放会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碳代谢

系统。 如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杭州高负碳代谢分室与其他分室存在强烈的碳储量竞争，影响城市代谢系统平衡，
其中工业用地分室、公路与铁路分室占主导地位［３３］。 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长三角地区碳源（包括能源消费、工业过

程、农业活动、废水及固体废弃物、自然过程）排放的增量是碳汇（包括植被净生态系统交换量和水域碳吸收）
增量的 ３５ 倍左右，碳源的增长远远超出了碳汇的增长［３４］。 且有研究表明，人工成分的扩张使得作为碳源的

斑块更加聚集，而自然成分的破坏和恢复使得作为碳汇的斑块更加破碎，且碳排放密度中等和较低的斑块更

容易受到碳排放密度较高的斑块的影响，但碳固存密度较高的斑块却不容易影响碳固存密度中等和较低的斑

块［３５］。 因此，作为碳源的斑块除了自身容易产生较高的碳排放总量，也会通过同类斑块之间的聚集相互影

响，从而导致整体产生更多的碳排放。 第二，多中心组团和以沿交通干线为主的线状城市扩张模式虽然提高

０１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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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斑块之间的聚集程度和连接性，但也使城市空间形状趋向于复杂。 城市空间形状与碳排放强度存在一定的

相关性，城市空间形状指数越大即城市形态越不规整，单位土地面积的碳排放量越大［３６］。 此外，斑块结合度

主要反映的是城市在空间上的几何形态是否紧凑，难以全面而准确地体现城市在生产生活功能上的紧凑程

度。 而功能紧凑的城市可以通过土地的高效、集约利用如公共交通的合理布局减少过长距离导致的交通活动

碳排放［３７］。 本研究出现了碳排放受聚集程度较大的正向影响这一结果可能是因为虽然城市用地斑块之间的

聚集程度有所提高，城市形态已趋于紧凑，但功能上的不紧凑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成为制约碳减排的重要

原因。

３　 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基于城市用地增长和碳排放数据，分析了 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重心转移以及碳排

放和城市用地增长的脱钩状态时空变化，并构建面板数据模型探究了城市形态对碳排放的影响，得出了以下

结论：（１）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城市群碳排放重心经历了西南向－西北向－东南向－西北向的转移过程，这种

转移过程与其相应时期内部分城市的工业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２）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长三角城市群碳排

放与城市用地增长的脱钩状态存在着显著的时空异质性。 研究区整体的脱钩结构由以扩张负脱钩为主变化

为以弱脱钩为主，２００５ 年以后，区域之间的脱钩差异开始缩小，研究区整体脱钩状态趋向于同质。 至 ２０１５
年，近 ７０％的城市已达到了脱钩，其中上海、绍兴和台州实现了强脱钩；（３）连续完整的地块在区域内的主导

程度会对城市碳排放产生负向的影响，城市用地斑块的破碎化程度和聚集程度对碳排放均有正向的影响，且
相对而言，聚集程度的这种正向的影响更为显著。

以上研究结论，可以为区域层面制定低碳城市发展战略、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规划有着一定的参考

意义。 但本研究仅仅讨论了在某一时间段（１９９５—２０１５ 年）某一区域（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形态对城市碳排

放的影响，而影响的方向和弹性是否会变化，是否存在时空异质性，以及这种时空异质性能否与碳排放和城市

用地增长的脱钩状态的时空异质性实现相互解释等，将是我们下一步要研究和探讨的重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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